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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这个论坛主题是要总结建国 79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学人过去

70 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我的题目非常大，因而这里只是做一点梳理，

一定是挂一漏万的。 

我要讲两个问题： 

一，在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的三个对话；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先讲第一个问题：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在 20 世纪的三个对话。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不对话的，他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两派说不到一

起去。但是在 20 世纪，两派之间有三次是对话的，双方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交锋而且

通过交锋思想是有提升的。第一个是 20世纪 30-40 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哈耶克、

米塞斯为一方，兰德等为另一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可行有争议。

否定方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中心是不可能收集到全部信息的，信息也无法加总，故社会主

义的计划是不可行的；同时公有制又否定市场，所以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都是不

可行的。而肯定方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可行，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消费者偏好，有生产结构，

需要配置，配置需要价格，价格则可以通过试错的办法来实行。事实上，这是非常深刻的争

议，这个争议产生了机制设计的经济理论，后来产生了阿罗、哈尔维茨的经济学成就。阿罗

与哈尔维茨是兰格在美国芝加哥带出来的学生，分别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俩终身都不否

认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第二场争议是在 60年代至 70 年代初，由萨缪尔逊挑起的关于马克思生产价格转型的问

题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萨缪尔逊认为，不需要劳动价

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照样可以用数学算出剥削的存在。 因为他很擅长数学，他在 1967 年发



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挑战。其实，他列出数学式子一定是根据逻辑的，而逻辑的

背后一定是有经济学理论的，怎么会存在没有以剥削理论为基础的剥削事实呢？但马克思主

义者没有很好地回应，包括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些老师，只是在 80 年代初简单地进行了否认。

而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斯拉法，写了《用商品生产商品》来回应，捍卫了劳动价值论。所以这

场争议其实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好的机会（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可以重演），但是我们错

过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在回答萨缪尔逊的挑战。 

第三场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和对话。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结局，引入市场机制后导致社会主义解体，二是中国的

改革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了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现在在西方

经济学科体系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学科，有了非常多的研究。中国学者，尤其是在

西方读博士的学者参与了这个学科建设。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解体以后，经济发展

状态远不如中国，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了 30 多年，仍然坚持了社会

主义，因此东西方学者都在研究这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异。真正的中国东方的学者、 马克思

主义学者跟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相互之间实际是有促进的。 以上这三次西方学者和东方学

者之间的争论是真正的争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创造和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国际化的

很深远的学科背景。 

这说明什么？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

仍然是当代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之一，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

出自己的重大贡献。你有了贡献，就不分西方与东方了。 第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学者的关注对象，成为了当

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客观上已经汇入了当代世界经

济学，这是我们的机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机会。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探索历程和主要贡献。 

我认为在 20 世纪，中国经济学者有四代：第一代，是孙冶方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设

立者及其同代人，差不多是 20世纪同龄人。这批学人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就开始经济学探

索。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参与人。第二代，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出生的，是由刘国光、

吴敬琏、厉以宁、桂世镛、张卓元等所代表的一代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人底子也是这一

代人（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卫兴华，吴树青、胡钧，何伟、徐禾、林森木等）。这是新中国 70

年里经济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分两段：文革前 10 年，文革后 20 年。第三代，

是 40年代末、50 年代出生的学人，主要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提出经济学见解的一代人，



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四代，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其特

色是留学背景，现在正是年富力强。 

中国科学院（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后来由经济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经

济学科研究所，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基地。《经济研究》是中国学人发

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主要平台。 

陈云、邓子恢这两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他们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陈云

提出了双轨制，1956 年提出在计划价格为主的前提下保留自由市场，并保留自主定价的商

品经营。邓子恢是讲组织机构的，他主张合作社规模不能太大，他发现了农业合作社里存在

道德风险，所以他主张合作社的规模应该适当。 他比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团队经济学”早

了 20 年。后来邓子恢又主张责任田，研究契约，这里的洞见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经济

学”如出一辙。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组织了两次大的讨论。 

第一次是关于商品经济、价格规律的大讨论，背景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的发表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出版。 可是这里是有中国特定的背景的：即在三大

改造以后，要不要保留市场体制？要不要保留市场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对社

会主义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孙冶方，一个是顾准。孙冶

方在《经济研究》1956 年第 6期发表论文，题目就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

他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规律。 顾准是在 1957 年第 3期的《经济研究》

发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文，指出，价值规律制约着计

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一个讲基础，一个讲制约，这不就是我

们今天讲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最早版本吗？十八大、十九大，就讲

了这些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1959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组织了全国

经济学界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讨论，汇聚论文 100 多篇，出版了 100 万字的巨型论文

集。这里就有吴敬琏关于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组织发动的关

于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价格的讨论会，发表了很多论文。 这场大讨论发挥了正面影响，它

的作用是促进决策层保留了市场的一些机制。 

再就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学大讨论，时间是 1961 到 1964 年，也是中国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发起的。这个背景涉及到了宏观经济学，是对“大跃进”在宏观方面失控后果的一

个理论反思。 《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论文，董辅礽、薛暮桥等都发表了大

量的文章。董辅礽 1961 年到 1964 年在《经济研究》连续发表 6 篇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论文，



后来 1980 年由三联出版社结集出版。 这场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大讨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宏观理论的初步建设成果。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起步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

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基础。 

80 年代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在 8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 

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成果。 

一是价格双轨制理论。1980 年起，是薛暮桥在领导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后来变成了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心就如何应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按市场价格交换的原材料与产品

与计划价格的矛盾展开了研究。1984 年第 10 期的《经济研究》发表的楼继伟、周小川的文

章《我国价格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系统地论证了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在

这以前，1984 年 4月，张维迎在一个内部刊物里发表里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文章，主张价格

要分次放开。 如果内部报告也算文献的话，则价格双轨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张闻天 1962

年 7 月的文章。 张闻天在向毛泽东的报告当中，他讲的是市场，他主张不但是农产品，还

有工业品、主要工业原材料，可以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自由价格的双轨制，而且提出了市场

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高度，是取决于计划调控数量大和小，国家调控数量越多，市场供应越

是紧张，这样市场价格就高于计划价格；国家调控的数量越少，市场供应越是多，这两个价

格就越接近。这实际上给出了市场价格、计划价格双轨制趋同的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要调控

的数量逐步减少。所以，张闻天实际上在理论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并轨机制。张闻天不仅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张闻天建国前就在东北提出五

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中国经济体制，这与我们今天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决议里提出的两个

“毫不动摇”是多么地相一致！当然，张维迎在 1984 年所讨论的价格逐步放开是一个更为

广泛和深远的问题，是要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5 年 2 月，《经济研

究》第二期发表华生等 5 人的论文，正式论述价格双轨制的原因，说明计划价格还不能取消。

所以，作者将论文标题定为《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 

第二个理论成果是，改革应该采取“存量不动、动增量”的方式，即“渐进式”的市

场转型。 价格双轨制本身就是一个渐进改革的方式。 其实，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

存量不动，动增量， 真正的技术是在这个定理。1985 年 11 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由王

小强主笔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调查报告》，这主要是根据大型的问卷调查结果写出的，在论文里，作者正式指出：

国有企业面对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实质是按市场价格在边际上配置资源。 这实质就是边



际调节的思想。而边际调节，恰恰是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在“最后一个单位”起作用的思想。 

即国有企业实际是把计划价格调节的那部分资源作为一个前提，而企业运行成功的关键是按

市场价格来做大增量。 “存量不动，动增量”这个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怎么进行改革的重要

思想，也成为了我们后来几十年经济改革的主要特色。这篇文章实际还解决了一个更为根本

的问题：价格双轨制为什么会自动转变为单一市场价格？ 因为在实践中，企业、包含国有

企业实际上是只把市场价格才当做真正的价格，而把计划价格只当做一种义务和责任或者优

惠，所以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则市场价格一定会在流通里取代计划价格。  

所以，1984-1985 年是中国经济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大量的成果是这两年发

表的。 

第三个理论主张是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的主张，他从 1980 年开始就主张国有企业要上

市，即国有企业的产权也要进入市场交易，国有企业的产权也成了商品。厉以宁认为如果

没有企业改革为基础，价格改革是不能成功的。而国有企业上市能够以市场力量来促使国有

企业改善经营。 为了让国有企业的产权上市，具体设计了一个法人股和国有股。这个考虑

主要是为了是保护公有制。为了让公有制上市，故把国有企业的国家的投资部分和企业的流

利部分建立一个国有股和法人股。 

第四个则是吴敬琏领导的研究小组，这个学派在 1985和 1986年做了系统的研究，他

们主张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个碎片，而是一个整体，主张价格放权，同时财政结束包干、实

施统一的增值税，同时，企业要上市，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价格、财政和

公司三大改革合在一起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设计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付诸实施，这是一

个很大的成果。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国有企业是一个相对独

立的利益主体的理论。蒋一苇等从 70 年代末起就分别用大量文章，论证企业本位，这实质

是将国有企业的法人产权与其生产资料公有的最终产权适当分离，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权与法人产权再适当分离。 这实质上开启了市场经济的空间，论证国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一类机构，国企不能离开市场，国企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且国有企业是市场

主力。 

以上五项合起来，既有市场价格改革，又有企业改革，又有财政改革， 而且还有产权

分层等等， 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超越了东欧曾经的改革理论，

超越了兰格，超越了布鲁斯，也超越了锡克。兰格只是从消费者选择与生产结构配置的角度

论证价格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布鲁斯是从决策提高效率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引入



市场的机制。锡克只是从一个独立利益体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必要

性。而我们的理论无论是在论证的深度上，还是在可操作的层次上，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

渐进改革的战略，所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胜过苏联，胜过东欧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我们的上述理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有制前提不变

的情况下，我们将经营权和法人产权分离，这是东欧改革没有提出的。第二，启动双轨价格

制度，在稳定计划价格所保护的体制内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了市场价格的配置、调节作

用。第三，我们设计了统一的税收改革，防止改革可能会引发的利益分离所引发的政府治理

能力下降，国力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经济改革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第四，我们

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出了大批民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改变原来国民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为主

的格局。 

这个格局到 90 年代的时候，还有三大进展： 一个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最优退出理论。

第二个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要解决“大、小非”问题，要让改革进入资本市场。还有一个

则是国有企业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反对垄断，引生了电信竞争理论。所以，90 年代

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大量地解决了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有市场经济保护竞

争的问题。当然，这个市场产业组织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 

总结一下， 80 年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出市场经济全面发展，90 年代则是

做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和配置效率。 这样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我们成功了？我觉得有五点是值得我们牢记的，第一

个就是我们的成果都不是抄来的，尽管我们请了世行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请外国经济学家来

开“巴山轮”会议，他们对我们确实是有启发的，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是中国人自己想

出来的，这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创造。第二，这些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年龄都很小，就是

30 岁左右，这些成果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时候，作者年龄最多 40 岁。马克思最优秀的作

品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1857-1958 年经济学手稿》，那是马克思 40 岁时写的，是

最成熟的东西。第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而且

很多研究任务本来就是最高领导分派下来的，研究成果被写进党中央、国务院一个一个改革

的文件，理论在实践得以检验和完善。这是一代最幸运的经济学者，真是生逢其时！这是历

史给予这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且出了成果，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成

果，因为她促进了历史的进步。第四，我们党有领导力，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大

保障。第五，我们的双轨价格，动增量不动存量的改革，启动了原来的计划经济里面被压抑

的民众的经济力量。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要启动改革，改革里面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这是



正能量，在供给侧方面给了巨大的正能量。 所以改革总是“正周期”的，经济改革只会“过

热”，不会“过冷”。所以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总是会过热，决策层在改革是要预防的主要

是过热；要是你改革停止了，然后经济下行了。但是你启动了改革，释放原体制下的潜能，

经济就会发展。过去的 40 年， 我们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我们进行了改革，我

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运行了。期待我们能够总结这些理论和经验，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道路上前进。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要说明的是，每一个理论贡献其实都是有很多人作出的。 这里

只点了几位代表性的成果，是远远不够的。 

  

 


